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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文明互鉴与世界中国学

主持语
如何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是时下国内学术界关注

与热议的话题。 为了推进与强化中国表达的全球化，构建“以中国为本位、为主体、为对象”的“中国范

式”以取代“西方范式”已然成为学术潮流。 然而，“中国范式”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与外部知识体系的“隔

绝”，它需要我们对域外中国研究保有开放、包容、竞争与互鉴的意识，因为众多域外中国研究者基于自

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理论基础等而对中国作出的独特诠释与叙事，犹如一面面照摄

之镜，在呈现多元的他者视角之同时，更是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审视与反思的多重镜像，
让我们避免迷思于自我之中。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学”的世界化，域外中国研究已成长为巨大的知

识存在，而我们对其却“所知有限”。 由此，必须“回到学术史”以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深入的学术考辨！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学界即将学术史方法视为开展域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如何运用一直都

在探索之中。
李松教授的《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即以刊载海外中国学成果

的期刊为关注对象，论述海外中国期刊对于中国研究之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意义及构建的思路方法，认
为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既是中国研究体系的文献根基，又为中国研究学术体系构建提供对话平台和阐释

资源。 孟庆波副教授的《略论西方汉学目录研究的意义、材料和方法》，则聚焦于欧美汉学家编纂的汉

学出版物及文献作品目录，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论域，别具学术意涵，同时还就西方汉学目录研究

的材料和理路方法展开探讨。 这两篇文章分别从各自角度就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范式”构建之关

系及如何运用学术史方法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探讨，相信读后一定会有所启发！
（华东师范大学 吴原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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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
知识体系构建

李　 松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近四百年以来，海外创办的近 ２００ 种东方学、汉学与中国学期刊是中国研究的重要

学术资源。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该将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
在世界与中国互动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 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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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性，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 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

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

价值。 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从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区域国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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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外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指近四百年以来国外专业学人或者业余人士对于有关中国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等领域的考察与探索，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海外学界、智库专家的观

察与思考，研究主体主要是各个领域的学科专业人士等；二是海外东方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汉学成果，
研究主体主要是游历人士、传教士、外交人员以及学院专家等；三是区域研究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中国学

成果，主要是二战以来国外政府与学院的专业知识分子，其成果的呈现主要分为专著、期刊论文以及报

刊文献，其中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期刊是发表这些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了解国外思想动态的重要资

源。 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刊发平台，是指引学术研究方向的灯塔，汇聚新的研究成果，
产生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从而推动新的学术领域的建立。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

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①上述讲话对于如何理解以及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既然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的特色基于“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的主体性与原创性，那么，“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种“外国的

学问”，同样应该放在异域历史语境考察，即何种“主体性”，“原创性”何以可能。 “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

的大环境下，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乃至于中国国内的发展都有着

或隐或显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研究’的共同论域中发展起来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

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研究上尚未真正确立起中国话语，也未能从根本上对海外中国学产生切实有效

的影响。”②具体体现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学者的成果引用甚少，大多数学者基本不关注或者认为不值得

重视；大多数人文社科类的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上影响不大；西方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圈掌握了阐释中

国的话语权。 因此，一个亟需解决的文化、外交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关于本文

对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话题的关注，曹顺庆就中国学界应该如何在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新媒体时代的

知识共享平台，提出国内应该集结一批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对代表性的期刊进行研究③；张西平认

为，在海外汉学的历史中存在汉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汉学文献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④。 虽然国内

的海外中国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但是，总体而言依然存在滞后性、片面性、表层化等问题，部分原

因来自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的重视还远远不够⑤，因此，应该从系统性、持续性、全局性角度解决

现存的问题，高度重视海外中国研究期刊作为学术史文献与思想资源的重要价值，对此进行动态性、追
踪性、对话性的研究，而不只是功利性地提取对中国历史、社会进行褒扬赞美的论文。 应该在学术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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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沈桂龙：《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人民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曹顺庆等：《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张西平：《文献整理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功》，《国际汉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国内学界关于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的学术进展，可以参考如下论文：李松、吴冰霞：《视角、主题与方法：海外汉学期刊

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李松、杨炜竹：《海外中国学期刊研究的回

顾、反思与展望》，《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系统、谱系和脉络中评价域外的观点与范式，只有这样才能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研究的文献资源，与国

际学界开放、平等的深入对话才有可能。 一方面，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学期刊往往需要与本国以及他国的

汉学期刊进行对举比较，从而辨析各自大致的学术范围与时间；另一方面，单独以汉学与中国学指代某

种刊物的话，并不符合实际状况。 因此，为了表达的便利，本文将东方学、汉学、中国学以及部分亚洲研

究刊物统称为“海外中国研究期刊”。 其理由是，如果说中国学属于外国的学问，那么，“中国学研究”则
是指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学之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国学研究是指关于研究之研

究。 正如以上对于学界关于汉学与中国学概念的理解、使用多有分歧，以中国研究期刊统称东方学、汉
学以及中国学与部分亚洲学杂志的话，便于行文表述。 本文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

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基于笔者及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

来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①。

一、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学科体系的文献根基

学术期刊的创办反映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学术发展的相对成熟度，其成果标志着科学性、学
理性、客观性知识的确立。 我认为，建构完善的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需要处理好学科、学术与话语的关

系，以学科建设作为抓手，以学术对话作为目的，以中国学批评推动话语建设。 下面从总体概况和个案

考察两个角度论证海外期刊文献资源对于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价值。
１． 期刊文献资源是中国研究的学科体系建构基础

何谓学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１３７４５ － ２００９）》的界定，学科是

指：“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成为知

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

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②根据这一国家标准，海外中国期刊最直接隶属的学科是

新闻传播学，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它也广泛涉及人文与社科各种领域，可以

说是一个学科群（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的集聚，以信息传播属性为核心，同时又包含了若干个其他分支学科。
一个学科除了需要具有本质属性或者特性，之所以成立的其他条件是，具有研究对象、人员、机构、团体、
目标、方法以及教学单位与出版物。 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是指某个发展成熟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个

学科要成为知识体系的话，必须建立在大量基本的文献基础之上，否则即便存在研究对象也没有研究资

源，一个学科的空中楼阁无法形成知识体系。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
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

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

徒，所能同喻者也。”③他尤其强调了新材料之于学术“入流”的首要价值。 １９２８ 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

可逢着的史料。”④这是著名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的来源。 可见，广泛地搜集、精细地整理、谨慎地

鉴别、严谨地分析史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十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学术研究的创新，如果首先能在文献上

有所突破，那么起码提前取得了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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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国内学界认为，中国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属于海外学者探讨中国现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区域研究领

域。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源自东方学（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组成部分之一的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考察中国古代文化、语言、
科学、历史等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界大致对中国学与汉学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界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汉语表述并

不完全统一。 由于很多汉学期刊与中国学期刊本身是综合性期刊，其发表的论文往往综合性很强，进行泾渭分明的

区分并不符合实际，而且还存在跨国、多语种联合办刊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１３７４５ － ２００９）》，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ｓｔｄ．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ｂｚｇｋ ／ ｇｂ ／ ｎｅｗＧｂＩｎｆｏ？ ｈｃｎｏ ＝ ４Ｃ１３Ｆ５２１ＦＤ６ＥＣＢ６Ｅ５ＥＣ０２６ＦＣＤ７７９９８６Ｅ，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５ 日访问。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６６ 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英文汉学期刊经历了 １９ 世纪“侨居地汉学”时期的初创，到 ２０ 世纪“经院式汉学”时期的专业化和

精细化，２１ 世纪继续走向融合与互动发展，显示出汉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从“侨居地汉学”期刊到“经
院式汉学”期刊，英文的汉学期刊呈现出“本土”和“域外”共存的特点，同时伴随着学术自觉的加强，表
现出研究内容精细化、研究方法科学化、研究角度多样化的特点①。 根据我的整理，下面以美国和英国

的汉学、中国研究期刊为例，介绍其各自的创办历史过程与主要内容，以呈现期刊文献资源之一角。 根

据期刊史的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刊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传教士时期，以《中国丛报》与《教务杂志》
为代表；本土化与分化时期，以各学会会刊为典型；当代学科细分化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 不同

时期的汉学刊物体现了特定的创刊理念与发展思路。 分析代表性的汉学刊物，可以为推进整体的美国

汉学史研究提供方向和指南②。 美国汉学期刊创办的第一个高峰以《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为起点，以《教务杂志》（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为终点。 第二个高峰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以历史类、文
学艺术类、哲学类、宗教类刊物为主，数量十分庞大、学科分类更为细密，具有学科分化的趋势③。 美国

汉学的综合类期刊主要由美国早期传教士创办，以介绍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社会文化为主要内容。 例如，
《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教务杂志》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后改名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等。 美国汉学的历史期刊主要创办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 例如，《中国的历史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历史评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中古中国研究》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唐
学报》（Ｔ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宋辽金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ｎｇ － Ｙｕ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明史研究》（Ｍ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清史公

报》（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美国汉学期刊的文学艺术类，主要创办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例如，
《中国演唱文艺》《中国文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简称 ＣＬＥＡＲ）等。 美国汉学的

哲学类代表性期刊有《中国哲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宗教类期刊主要创办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主要有《中国宗教研究集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中国佛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

美国的中国研究期刊的另一个分支是中国学期刊，其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发展、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④。 美国中国学是区

域国别学的有机组成，受欧洲传统汉学影响，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由美国汉学逐步向中国的现实社会

问题研究转型。 欧洲传统汉学侧重于中国历史、语言、哲学、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以人文学科

为主，社会科学占次要地位。 受此影响，在 １９ 世纪后期起步的美国汉学也注重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

研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建立起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逐渐超越英国并建立意

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同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对美国在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等利益构成挑

战。 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转型后，美国中国学在保持人文学科特点的同时吸纳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

的思维方式、学科范式，创新多样化的分析模式，开拓更大范围的知识领域⑤。
英国汉学刊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 世纪上半叶的初创阶段，传教士和商人在东方侨居地出于现

实需求创办刊物。 第二个阶段是 １９ 世纪中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开始学术化建设。 传教士和外交官身份

的汉学家创办了更多体现学术兴趣与现实需要的刊物，推动了英国本土和侨居地汉学的长足进步。 第

三个阶段是二战后的专业化阶段，总的趋势是走向领域细分。 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创办发行的英国汉学

刊物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体现了特定的办刊理念与价值诉求。 选取代表性的英国汉学刊物，考察其

创办的历史与现状、影响与意义，可以为推进英国乃至欧洲整体的汉学史研究提供坐标和指南，促进包

括传统汉学在内的世界中国学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⑥。 英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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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韩彩琼、田璐：《海外英文汉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李松、姚冰欣：《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李松、姚冰欣：《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李松、周雨秋：《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周雨秋：《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杨红云：《文明互鉴：英国汉学刊物的创办与跨文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国学期刊是世界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透视英国的中国学演进的媒介平台，其创办始于 １９６０ 年，
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９０ 年代的停滞阶段，２１ 世纪初形成兴盛势头。 通过对期刊创办缘起、
语境和影响的梳理，可以呈现英国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２． 海外期刊文献价值的个案考察

创办于 １８４３ 年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是美国东方学会的旗舰刊物，也是美国东方学第一本本土

的学术刊物，旨在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东方学。 美国东方学会凭借学术期刊这一重要平台，组
织并汇聚了跨越国家、地区、学科、文化等区隔的学人群体，促进了东方学、汉学以及中国学的学术发展。
《会刊》历史悠久、资料丰富、口碑甚佳，其刊载的研究成果涉及宽广的学术领域，所载论文被东方学界

与汉学界广泛引用，成为东方学研究重要的学术资源。 通过对其 １８４３—２０１９ 年间刊载的汉学类论文进

行分期整理，可以分为 １８４３—１９１４、１９１５—１９２８、１９２９—１９４４、１９４５—２０１９ 四个时期。 根据其论文内容

的主题进行分类，对华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古代历史、语言、儒学、民俗与文学研究等。 该刊物研究主题

的演变与热点分布反映了欧洲与美国东方学研究旨趣的变化，美国本土汉学和中国学的崛起形成了新

的学术方向，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对研究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冲击。 结合《会刊》的汉学研究状况

与西方东方学史以及汉学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该杂志汉学研究的历史分期、演变过程及

其原因。 据笔者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会刊》合计发行 １３９ 卷，所载汉学研究论文合计 ５０２ 篇。 作为美国

东方学研究的代表性刊物，该会刊不仅是管窥欧洲与北美东方学的重要窗口，无疑也是汉学研究不可回

避的学术宝库①。
下面笔者继续介绍《近代中国》（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关于中国范式研究问题的讨论，由此说明期刊所具

有的文献价值。 《近代中国》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北美中国学的

发展潮流密切相关，该刊分五期分别就研究的问题和领域刊载了相应的论文，从 １９９１ 年持续到 １９９８
年，主要包括如下专题：一是“社会经济史上的悖论” （１９９１（３））；二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

态与理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 （１９９３（１））；三是“公共领域” ／ “公民社会”在中国（１９９３（２））；四是

“中国革命再思考”（１９９５（１））；五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２））。 除此之外，围绕一

系列关键问题的七轮“中西方学者对话”论文同时在《近代中国》和国内的《开放时代》发表。
类似上述大量的期刊文献是产生知识的原材料，原材料只有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提炼、熔铸才能成

为普遍可以理解的术语。 “一个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

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②如何开

发、利用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 从事世界史、区域与国别、外语类、政治学、经济学

等研究方向的少数研究者大量利用第一手的外语期刊文献（可以参见《世界历史》《国外社会科学》《国
外理论动态》《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杂志），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有意识

地同步利用海外期刊文献的状况并不多见，他们主要依赖的是相对滞后于学术发展现场的译著与译文，
这是笔者呼吁学界高度重视海外期刊研究的原因之一。

二、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学术体系的对话平台

建立中国研究学术体系需要考察学术史的发展过程、特点与规律，抓住重要的思想、观点，了解其形

成、发展的演变史。
１． 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推进中西学术互动

学科、学术与话语这三者组成了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结构，相辅相成、逐层递进。 “学术体系是揭

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

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 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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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详见李松、黄懿：《〈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汉学研究的分期及其演变成因》，李雪涛主编：《全球史》（第三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１１ 版。



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 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才是成熟

的话语体系。”①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个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兼容性学科，其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建

构的逻辑前提。 话语是一种具有思想倾向性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包含知识真理性认定依据的权力论

述。 学术体系的建构包括学术机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以及知识传播平台的构建等问题，成熟的学术

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整体上论证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学术研究固然是基于文献进行细致的解读与分析，但不同结论的产生需要研究者具有自身独特的

理论视角、问题意识、诠释方法，需要在历史回溯的基础上，上升到规律性、抽象性的理论反思，从文献中

揭示一般的、普遍的意义。 如果研究者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就不容易从人所共见的文献中抽绎出新

意，也无法发掘出其中蕴含的思想。 杨国荣认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的回溯需要更为多样的思想资

源，从这一方面说，西方学术更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 以此为考察前提，无疑需要避免‘以中释

中’等思想趋向。 就中西之学的关系而言，对西方学术态度应扬弃狭隘的地方意识，具有宽宏的气度。
后者意味着承认：不仅中国学术是思考的资源，而且西方学术同样也是。 在构成当代学术思考的理论资

源这一点上，中西之学固然各有自身特点，但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二者都是学术发展的资源。 由此，
中西之学的互动也具有了更广的涵义。”②学术的历史和理论之间往往在互动与碰撞中激发意义。 学术

体系的建构需要建立在学术史对话的基础上，中西相互参照才可以从他者视野更好认识自我，而海外期

刊是国际学术对话最为直接的通道和媒介。
２． 海外期刊推动中西对话的个案考察

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是美国《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终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

统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说：“海外中国哲学观念的建立与推广必须归之

于英文《中国哲学季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在 １９７３ 年的创立与国际中国哲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ＣＰ）在 １９７５ 年的建立。 国际中国哲学会以及我较后创办的国际易经学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Ｃｈｉｎｇ）更带动了其他海外中国哲学团体的成立与中国哲学刊物的发行，
甚至也带动了国内大型儒家学术组织的成立与发展。”③从直接目的而言，《中国哲学季刊》的创办是成

中英在西方世界推广、传播中国哲学的一个漫长的实践工程。 成中英夫子自道：“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主要是说在我创立《中国哲学季刊》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有比较深刻的把握，而且我了解西方哲学他们

在做什么。 我有一个比较的观念，中国哲学怎么样透过西方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的发展。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我代表哲学系参加美国哲学会，参会的有两千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发表的文章也是西方哲

学。 我当时很有感触，就是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中国哲学’，等你提了中国哲学，汉学界认为中国哲学就

是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就是中国思想史。 而且除了我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书外，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在

哲学系教过书，所以我特别觉得我有责任把中国哲学提起来，尤其我不太喜欢‘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

有思想’这样的提法，我说中国有的不只是思想，还有一种活的思维，而不是已经陈旧的思想痕迹。 所

以我从那时候起就决定要创办《中国哲学季刊》。”④了解上述历史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或者汉

语哲学在美国学界处于被忽视的盲区，为中国哲学正名或者说让西方学界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学

科正当性，让世界哲学殿堂留出中国哲学的位置，这是一条筚路蓝缕的拓荒之路。
起步伊始，成中英确定了创办这个期刊的目标使命，以及所需要的资源整合，即人力与财力。 《中

国哲学季刊》起始阶段以《中国哲学通讯》刊行，但是除了他自己，没有编辑，国外学术圈也没有真正从

事中国哲学的同道，有的学者只是从汉学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历史、宗教、美学与思想。 于是成中英只

好将刊物寄到有哲学系、有中国人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光有中国人还不够，我还想要把西方人纳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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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１１ 版。
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汉学过时了吗？ ———巴黎“汉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座谈会”述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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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怎么纳入呢？ 就是要训练西方人，教育西方人。”①哈佛大学史华慈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他认

为成中英所说———“中国哲学最大一个特点，不是把思想划定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把它展现成为一个整

体”———很有道理。 成中英吸收他作为编辑委员，并为刊物撰文。
为了《中国哲学季刊》顺利出版，成中英提前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准备。 他 １９７１ 年开始筹备建立编

辑委员会，这些成员的合作是成中英向西方学者介绍、传播中国哲学的结果。 此外，他试图建立一个中

国哲学研究的学术群体，从 １９６５ 年开设中国哲学讨论课，其内容包括《易经》、道家哲学、宋明理学、隋
唐禅学、近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些课程培养了研究者和爱好者。 “我对中国哲

学有一个深入了解之后，就把西方一些具有思想高度的汉学者或者思想研究者资源聚集到一起。”②这

个杂志得到了李约瑟的支持，他也成为了作者。 “就这样，慢慢地我把整个西方对中国关心、具有思想

能力，并且能够真正去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成了早期的编辑委员会。 这其中包括一

些老一辈的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新的，可能对中国哲学不是很了解的哲学家，但他的工作是怎么了解这

个概念，怎么分析，怎么掌握它的义理。 这批人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在美国的导师也被影响了。 这一

批人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包括哈佛大学。”③成中英利用开会的学术交流机会广交从事西

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向他们讲解中国哲学的基本导向，立足文化典籍使其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理

念，中国人对于知识和价值的界定，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变化视角等。 １９７５ 年成中英等人创办了国际

中国哲学会，陈荣捷、方东美、安乐哲等学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哲学季刊》得到了国际学界更多

的关注。 １９７５ 年到 １９８５ 年十年期间，包括庞朴、方克立等在内的中国大陆学者加入国际中国哲学学

会，他们邀请成中英回国交流讲学。 借助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广泛影响，国内外逐渐形成了中国哲学的

研究潮流，每次会议都有大量论文交流讨论。 除此以外，成中英穿梭于各种哲学会议包括中国哲学以及

亚洲哲学的研讨活动，通过以文会友带动很多西方学者参与中国哲学的建构，保证了《中国哲学季刊》
充足的稿源。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绝不只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绝不是单纯的传播。 我是在重

建中国哲学的一种陈述，重建中国哲学的一种精神。 而这个重建精神，回归到中国来说的话，有它的重

要性。 认识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促使中国人走向更清楚的、更细致的哲学思考。 总

结来说，一是通过各种以文会友的方式，以学会友的方式，凝聚更多对中国哲学有兴趣、实际投入到中国

哲学研究的学者。”④《中国哲学季刊》并不发表过于贴近现实问题的文章，成中英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刊
物的文章应该是纯粹的学术与哲学主题，很多宣传式文章一概不要，力图培植一个中国哲学的精神独立

的思想共同体，通过学人思想血脉维护中国哲学的传统。 “这样的话，中国人的智慧才会以一个更高的

形式来呈现，或是加以持续的发展。”⑤成中英通过《中国哲学季刊》架设了一座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

梁，拿到了通向西方哲学的入场券。 “我在哲学探索中采取的办法是知己知彼，知彼知己。 我要知道我

自己，我又要了解对方，也就是了解西方，了解这个世界。 我要相互地明白，相互地通融，这样就会齐头

并进，把中国人的精神和智慧带到现代。”⑥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关键在于通过哲学。 他以《中
国哲学季刊》作为媒介，开辟了面向西方学术界的自我表达之路，即“主动表达人性，表达人的理想，人
的意志，人的希望，或者信念的存在”。 成中英认为在这个刊物诞生之前，这种哲学的认识在以前是没

有的，他将其激活起来，克服了通讯工具不便、资金窘困的困难。 更难的是没有学术团体来教中国哲学。
“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而且大家也不认同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只有汉学，亚洲研究，中国研究，所以我办

了那样一份英文杂志，开始就拿出一个身份出来，在这个身份之下说服大家来组建一个哲学社团，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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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①《中国哲学季刊》创办以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人在海外建立了哲学

主体，意味着一种表述自己的主体精神的觉醒，这个过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历经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和 Ｂｒｉｌｌ 等出版社，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 成中英回答了“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

去”的问题。 “首先要对自身相信什么，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实践什么，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个清

楚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认知上面，这是一个循环，自始自终来了解自我，了解他方，最后通过文

字，建立起可以固定的形象。”②通过以上期刊个案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应该重建基于历史、文化、
思想的基本学术体系，然后去思考中西认同的现实问题、翻译沟通的理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

问题。 没有这个内在建构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难以真正走出去并且扎根、开花、结果。

三、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话语体系的阐释资源

话语体系不仅仅包含语言、概念、知识与思想，也包含信仰、权力与认同。 其建构的前提是，不仅要

明确何谓话语，而且还要追问谁的话语、如何论述、谁有权论述等问题。 “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

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

言载体。 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为人们

所知晓和理解。”③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密不可分，二者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其形成、发展并非完全

同步。 具体体现的情形是，第一，同一学科体系内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学科

体系中，还会出现同一概念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同一语词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同一术语在思

想、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含义上的变化等情形。 这就使得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构建

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作。”④第二，同一学科内部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差异性。 “在同一学科领域

不同体系、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情形。 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

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由于立场、利益、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在同一学科领域会形成不同乃至对立的

观点，既表现在学术体系中，也表现在话语体系中，二者交织并存。 一些看上去相同的术语，在不同体系

和学派中可能含义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差别。”⑤因此，学术体系建构完毕，并不意味着话语体系就自然而

然大功告成。 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声音的世界表达，尤其需要重视话语转化能力的建设。
中西学术对话经历了一个历史渐进的曲折过程，了解这一过程有利于克服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

吴原元以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为对象，揭示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伴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反映了学术话语的流动性特点。 他认为，清
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并不以为然，甚或有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域外汉学所擅长的“半汉”之
学有所褒奖，亦非盲目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１９２０ 年代后，中国学人在通过取法域外汉学欲

与之抗衡的同时，也通过纠谬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在追踪域外

汉学动态及选译域外汉学论著之同时，主要是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及

其史料展开批判；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西潮再一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过于

迷信、盲从，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⑥。 基于以上海外中国研究话语流变的梳理，可以看出，
一方面，国运兴衰对于学人信心具有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中国研究知识体系的建构最终要落实

到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的形成需要经由一种具有鲜明反思性批判的中国研究来实现。 笔者认为，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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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阐释谬误是可以直接判别的。 第一，意识形态阐释。 “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对

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既表现为思想、理论内容上的矛盾，也表现为话语体系的对立和话语权的

争夺。”①基于利益、信仰、立场等因素的思想分歧永远不会停息，知识的形成暗含权力博弈的过程。 第

二，知识错误的阐释。 这种由于常识错误导致的啼笑皆非是容易辨别的，属于明显的客观知识问题。 我

们必须实事求是对待错误的根源，不仅指出哪里错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探讨产生错误的成因与机制。 除

此之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海外中国研究阐释目的的类型，下文结合一些研究案例进行说明。
１． 以互补为目的

中西思想之间存在一个作为中介的地带领域，它就是“中国研究”。 中外学者都是通过不同角度考

察同一个中国这一客观对象，形成更为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更为全面的世界想象。 “中国研究”是提供双

方认识的双面镜和参照系，圆融之观需要各自改换位置和视野，从镜中所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是一

个对话与比较而形成的新的自己，从而旧我和新我、自我和他者形成视域的互补。
美国权威的汉学研究期刊《中国文学》自 １９７９ 年创刊以来曾发表多篇明清小说女性形象研究的论

文，性别诗学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体现为他者审视中的性别形象、失语的女性群体、文化层面的性别差异

三个研究路向。 海外汉学的性别研究在思路与方法方面无疑受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

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 一方面，理论的优先性很可能对文本解读形成某种潜在影

响，或者会被批评有文本嫁接理论之嫌。 另一方面，需要正视的事实是，海外汉学的性别研究成果具有

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意义。 一般人总以为西方的文化理论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却很少

有人想过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 所以，汉学性别研究不仅可以帮助

我们重构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也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丰富和重建文学、历史与性别研究理论②。
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个跨国、跨地区、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综合性领域，涉及不同范畴的知识

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不同文明形态进行分析，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解决

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

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③我们应该基于历史实际，坚
持辩证、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发展真理。

２． 以对话为目的

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Ｃ． Ｈｕａｎｇ）创办了美国著名学术期刊《近代中国》，这是权威的区域

国别研究刊物，从 １９７５ 年创刊至 ２０２２ 年已经出版 ４８ 卷，刊载了约 ８００ 篇文章，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ＳＣＩ）收录。 《近代中国》自创刊肇始，创办者就具有明确的办刊理念，即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一个论坛

与平台来审视过去的成果，并提出新的问题、拓展新的领域。 近些年来，办刊方向的一个新的亮点是朝

着中国研究的“跨国”（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大方向和理念推进。 除主编、副主编以外的 ２９ 位编委会成员中，刊
物的编委已经从之前没有大陆的学者发展到今天六位学者名列其中，其中包括黄宗智自己从中国带出

来的两位学生（高原和赖骏楠）。 大陆学者的来稿和用稿占比也越来越高，这是正在呈现的新趋势。 随

着黄宗智与中国学界联系日益增多，中国学者在《近代中国》发表的论文也不断增长，使其有机会掌握

国际学术话语规则并且在英语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近代中国》作为学术对话的平台，中西学界的交

流在此汇聚，相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他者叙述，该刊物的中国研究在选题、观念与方法上日益贴近中

国语境本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曾主导了多次针对不同研究问题的学术讨论，其成果大多发表

在《近代中国》特刊，同时也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从而使其议题在汉语学术圈得到了更

大范围的传播与接受，促进了中国学界在世界前沿问题的对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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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１１ 版。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岳炯彤：美国《中国文学》杂志的明清小说性别诗学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Ｓｏ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ｍａｎ Ｔａ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Ｃ．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４９（３），２０２３．



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中国哲学季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当代世界的中国美学”特
刊刊发的六篇论文包括《中国哲学季刊》主编成中英的《前言：中国哲学中的美与美学》、韩国学者朴素

晶的《导言：当代世界的中国美学》以及来自其他学者的四篇论文。 这些论文试图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

视角，将中国古典美学置于当代世界这一时代与学术语境下，围绕中国古典美学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

研究，寻求平等的比较与对话，使沉淀于遥远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重新复活于思想空前活跃

的当代世界文化平台。 通过对特刊论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各位学者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视在比较

中突出中西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流；而通过当代学术话语与问题对中国美学的阐述与审视，中国美学对

西方美学固有的传统框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①。 研究中国问题要谨防陷入偏狭的后殖民主义漩涡。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
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

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这

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②每一种理论、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民族、时代特色，但是，同时

也不可否认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有共享的、对话的价值理念。
应从全世界、全人类这个框架来思考中西思想观念基于地域、民族、传统而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基于

人性、伦理、常识而具有的共通性。 杨国荣认为：“今天从事学术思考，应当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来反观

不同传统，在世界学术的视野之下，无论中国学术抑或西方学术，都是今天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资源。
站在世界学术来看待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便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西方学术构成了

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的重要参考背景。 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文化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认真地理

解、吸取、消化这些资源，是提升前述学术理论素养的途径之一。”③杨国荣尤其强调今天中国学者应该

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在世界学术的视野”来开展中西文明互鉴。 中西学术互动最为直接的对话平

台是学术杂志，它提供了一个即时性、动态性、引领性的话语场域。
３． 以互鉴为目的

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的西域、敦煌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Ｋｌａ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法国汉学家沙畹（Éｄｏｕａｒｄ － Éｍｍａｎｕｅｌ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的中国史研究。 １９２３ 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

中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 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

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 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

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 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

我们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 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④对于海外学者的观点，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与绝对否定

都有问题、陷入偏执。 “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 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

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

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⑤将某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观点硬

套到所有国家和民族，无视历史实际情形会产生荒谬的结果。 傅斯年对伯希和的汉学成果评价很高：
“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 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

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 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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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祝越：《中国古典美学与当代世界的对话：以美国〈中国哲学季刊〉特刊为中心》，《社会科学论

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汉学过时了吗？ ———巴黎“汉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座谈会”述要》，《国际

儒学》（中英文）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１９２３ 年第 １ 卷第 １ 号，第 １ 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 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

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①伯希和对中国文献的掌握曾经在欧美汉学界独擅胜场。
傅斯年主张中国学界应该学习外国对于汉学的优长。 “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

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 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
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 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
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②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与现代性，
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 海外中国研究历经 ４００ 年的学术积累，队伍不断

壮大，水平不断提高，学科体系不断健全。 虽然历经曲折与起伏，但是总体而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目前中外思想传播中的深层次

问题以及重大挑战。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应该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发展。 我国当

前的基本思路是，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因为海外中国研究属于这里所讲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价值。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２０２２ 年）》，区域国别学（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已经成为交叉学科之下的一级学科。 “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未得到独立学科的支撑，缺乏系统的

学术机制和人才培养方案。 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挥其服务国家、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应有作用，因此有极大的发展空间。”③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区域

国别研究、科研教学体系的构建、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化，是区域国别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观察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 人类社会每

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④这段话讲

的是如何理解当代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反过来思考国外学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得到的启发是，考
察海外中国研究同样也需要跨越中西学科，具备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将世界

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世界与中国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媒体平台、影视生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图像视觉文化成为当代主流的

强势传播内容，图像时代已经成为既成的社会现实。 与这些社会现象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图像传播理

论、符号理论、视觉文化等学术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其中关于“文学与图像之

间的关系”的探讨尤具热度与争议性。 作为两种不同的表达媒介，文学与图像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是
同是异、是分是合？ 近年来，围绕“文—图关系”展开的各种错综复杂、各执一词的学术议题纷纷涌现，
成为国内外不少学者热切钻研的前沿话题。 ２０１４ 年《中国文学与文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由北京大学袁行霈与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的蔡宗齐共同创办，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刊行。 该

刊物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中国、美国及全球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２０１７ 年被 Ａ＆ＨＣＩ
正式收录，成为西方学界继《中国文学》之后新近崛起的专业期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袁行霈和商伟合作编撰

了“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５０—１９１１ ）特刊（第 ２ 卷

第 １ 期），集中讨论早期现代中国（１５５０—１９９１）文学与图像的关系。 这个专栏收录了六位学者的论文，
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商伟（Ｓｈａｎｇ Ｗｅｉ）、密西根大学艺术史系刘礼红

（ＬｉＨｏｎｇ Ｌｉｕ）、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李慧漱（ＨｕｉＳｈｕ Ｌｅｅ）、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美术与应用艺术

学院安濮（Ａｎｎｅ Ｂｕｒｋｕｓ Ｃｈａｓｓｏｎ）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艺术与建筑史系石慢（Ｐｅｔｅｒ Ｃ． Ｓｔｕｒ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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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ｇｅ． ｏｒｇ． ｃｎ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
ａＦｒｏｎｔ ／ ｅｎｔｅｒ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访问。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他们各自从具体的个案批评切入，探讨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学与图像复杂的互动关系。 《中国文学与文

化》特刊文图研究的学术特点可以概括为：从关注“文图互仿”到重视“文图互动”的转向，即不再局限于

文图互为对象的阐释单一性，也不再拘泥于文图相互摹仿这一僵化的转换标准，而将目光放诸更大的文

图整体，探究文图之间更为复杂的艺术互动形式、文图背后更为宏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提供更加独特、多
元的学术阐释。 通观《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以上论文，虽然商伟在序言中对袁行霈文章观点的摘取与总

结加强了袁行霈的文章与其他文章的联系，但二者在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裂隙。
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内容呈现不是缝补，而是相互展示与相互学习。 商伟指出：“我们发现，在孤立

的、一对一的关系中讨论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是无效的。 我们努力揭示的，是图像与文字在特定语境下的

作用，这告诉我们它们在语言和视觉层面的运作。”①这可以看作是对这期特刊论文学术特色的总结。
他们认为，对于文学与图像的研究应以二者的媒介异质性为前提，在文图互动关系中文学与图像不是彼

此替代，而是彼此互为语境，从而以各自的媒介特质为艺术整体创造意义。 同时，他们也强调，要更加关

注与重视文图共存背后的文化与历史语境，通过语境为文图关系提供更大的阐释域，凸显文图互动意义

生产的能动性。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学者对于文图关系确实有不同的思考，在研究中也呈现出了

一定的新意与亮点，有的观点甚至带有“反叛”的意味，但对既定传统的挑战也同样会带来“风险”———
文图同质性与文图异质性、文图互仿与文图独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都是天平的两端，因反驳一方而

坐实另一方势必导致天平的再度倾斜，造成研究的偏颇。 因此，与其不加消化地全盘接受西方学者的观

点，不如对中西观念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贯通与结合。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这一特刊集中体现了海内外

学者关于中国明清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学术观点与学术特色，反映了海内外文图研究的最新进展。
这个视野开阔的学术窗口为国际学界展现了别致的学术风景。 在国内外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蓬勃发

展、文图研究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当代语境，这种探究与对话是十分必要、大有裨

益的②。
世界中国学包含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是文明互鉴之学，应该坚持兼容并包、开放包容。 郑永年说：

“中美冷战局面下西方对中国的关切是否会促成西方社会科学的转型和复兴？ 这种转型和复兴会以怎

样的方式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 日益渐增的外在压力是否会转变成为中国学者的动力来建设中国本

身的中国学？”③我认为，既然中国学特指国外关于中国的总体研究，那么，他提出“中国本身的中国学”
这一说法，显然在语义上、表达上都自相矛盾。 我们可以通过反思批判国外的中国学，从而与我们关于

国内问题的研究形成对话与互鉴，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的涉外研究即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沈桂

龙说：“‘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并非让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变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

期待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过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更为

有效的引领作用。”④“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回到”，是就学术研究的话语权或者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数

量而言，中国掌握“中国学”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雄心勃勃的宏大愿景。 国内的中国研究可以

对国外中国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增进共识的建设性对话，但是绝不可能取代对方学科建制的存在，
作为一种旁观者清的他者视角的优越性更不可替代。 即使有朝一日中国学界掌握了关于阐释中国的主

导权，也不可忽视一种他异性视角的批判性价值。 寻求一种理性的他者批评并且虚心聆听、随时纠错，
这是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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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１）， ２０１５．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陈文欣：《从文图互仿到互动———论〈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的明清视觉文化研究》，《艺术学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微信公众号 “大湾区评论”，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 ｂｉ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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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ｃ３５０ｃｃ３９ｆｆ７１ｅ４ｄｅ２ｅｆ７０２５ ｆ７６０ｄ８ａｄ５ａｅ１８７４１０７ｅ０ｅｄｅｅ４ａ３ｅ１ｄｃ９７９＆ｓｃｅｎｅ ＝２７，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访问。
沈桂龙：《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人民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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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是宝贵的文献资源、动态的学术平台，也是中国文化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 葛兆

光以历史文献作为基础，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把以往的中国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这对我们如

何认识中西文明交往的历史流变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第一个阶段称作“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对于周边的鄙视和傲慢）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

体制”。 第二个阶段即“一面镜子的时代”。 在西方这个“他者”的映照下，中国人才开始了对中国的重

新认识。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看似普遍同质的时代，我们恰恰有可能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多面镜中认

识自我的时代”。 从周边看中国，重新确立他者与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从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的认识

中，可能我们会重新认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①。 以海外中国期刊作为对话平台，可以发现

上述线索所提供的参照意义。 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学术思想市场的竞争与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提供国际竞争力，我们应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

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②。 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的建制性前提，学术

体系是研究谱系建构的结构性工程，话语体系是标识性概念、范畴、命题建构的标志。 本文的立意是，立
足国际学术前沿建立海外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形成“世界的中国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

系。 以世界为观照，以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为观照，立足世界知识、文化、思想交流与互动的实际情形，
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共同的问题，打破思想壁垒，融通相互理解，从而不断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海外中国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立足于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
批判性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理论与方法，梳理历史与现实的延续关系，在关怀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建构

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努力搭建自由、开放、平等、尊重的哲学社会科学对话平台，在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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